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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当时，此楼成为中关村科学城中的第一

家研究机构，称为“中关村物理楼”。1958 年，更名为

“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楼由此得名。

细察历史，当年如果不是钱三强迅速出动测勘和

后来抓紧开工，中国科学院的用地可能将南移。有人

说，钱公决定了由原子能楼领跑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

历史，被赋予“三强一测定中关”的传奇色彩。

“当时选址中关村，有一个考虑因素就是靠近北

大、清华。”叶铭汉回忆说，刚到中关村，这里还是荒郊

野外，然而，往北就是清华大学，西北就是北京大学。

由于毗邻中国最强的高等学府，使建楼工程和日后科

研工作得以迅速走上轨道。

“从西直门去中关村的路上，沿线没有什么像样的建

筑了，除了农科院的老楼，物理所的大楼突兀地耸立在平

坦的农田之中，格外气派。”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

回忆，1954年，他初中毕业就来到这里。“当时物理所可是

这里最高档的楼，钢筋混凝土结构，地板是水磨地，建造质

量非常好。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地区很多建筑都有

不同的受损，但是这座楼可谓‘固若金汤’。”

大楼是中关村地区第一栋现代化的科研建筑，一

共五层。西侧是静电加速器的大厅，有四层楼高，安装

的是 70 万伏大气型质子静电加速器和 250 万伏高气型

质子静电加速器。由于体量太大，在楼西侧还留下两

层贯通的入口，并在楼顶特制三角顶板；大厅安装了起

重吊车，吊车可以伸到大厅的外面，为的就是把 250 万

伏高气型质子静电加速器的钢筒等设备运进楼内。该

楼还建有半地下室，半地下室西边是库房，东边是工

厂，搞机械加工。

说起这 70 万伏静电加速器，还引出赵忠尧的一段

掌故。正是他，结束了中国没有加速器的历史。

1946年，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群岛进行原子弹爆

炸试验。国民政府派赵忠尧作为科学家代表前去参观。

中央研究院筹集五万美元，托赵忠尧在参观完毕后，买回

一些研究核物理的器材。1950年9月，当赵忠尧乘坐“威

尔逊总统号”轮船途径日本时，和另两位中国学者被驻日

美军强行扣押，说他窃取美国原子弹的机密等，是谓历史

上的“赵忠尧事件”。经过一番抗争，赵忠尧最后才踏上

祖国大陆，经他之手从美国购置的加速器部件和科研器

材 30余箱也先后运回北京。近代物理所迁到中关村之

后，赵忠尧就利用带回的静电加速器部件和实验设备，建

成了 70万伏和 250万伏质子静电加速器。这台 70万伏

的质子静电加速器是我国第一台粒子加速器，1958年中

国科技大学建校后，供科大教学使用。而那台 250万伏

质子静电加速器至今还在这座楼中。

“要吃馒头，先种麦子”

“在近代物理所没有什么所训、口号，常说的一句

话就是‘要吃馒头，先种麦子’。”叶铭汉说，当时物理所

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白手起家。

1952年，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明确提出办所方针：“以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为中心，充

分发展放射化学，为原子能应用准备条件。”

后来调整机构，研究所内成立了四个大组：一组为

实验核物理组，组长赵忠尧；二组为放射化学组，组长杨

承宗；三组为宇宙线组，组长王淦昌；四组为理论组，组长

彭桓武。第一大组下又设加速器组、探测器组、电子学

组、核乳胶和云室组共四个小组。这也初步勾勒了核物

理研究的发展方向。

1953年，中科院决定将近代物理研究所更名为物理

研究所。

原子能研究带动了计算机、电子学的发展。电子学

所筹备处和数学所电子计算机部分并入该所，陈芳允、夏

培肃等也入该所工作。

柳怀祖回忆，赵忠尧和钱三强在一楼办公，东边是所

办、党办和会议室。彭桓武和谢家麟在二楼办公。何泽慧

也在二层，那里有制作核乳胶的实验室。三楼工作的是于

敏、邓稼先和从事电子学研究的陈芳允。四楼是丁渝，从事

原子束磁共振实验。五楼则由王淦昌主持宇宙射线研究。

“大楼开始设计的是四层，但留有余地，后来加到五

层。这样就把所里各个实验室的人都安排过来了。”叶铭

汉说。

物理所刚搬来新大楼时，为了保密起见，对外统称

“918信箱”。

事业初建，开展科研工作的条件极其困难。国内没

有现成的仪器设备及其相应的工业基础，西方国家又对

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在这种条件下，科研人员一切从零

开始，自己动手研制仪器设备，开始建立核物理和放射化

学的实验技术，在宇宙线、粒子探测器、加速器、核电子

学、理论核物理等领域逐渐发展。

“中国核物理科学主要奠基
人聚集于此”

当时中国发展尖端科学原子能，最缺的还是人才。

刚开始筹建的时候，钱三强就四处招揽人才。从清

华调来了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从浙江大学调来了实验

物理学家王淦昌等。彭、王就如同钱三强的左膀右臂，理

论、实验比翼双飞。

钱三强还从国内邀请一批年轻的物理学工作者来

所，包括于敏、黄祖洽、王树芬、李德平、叶铭汉等。

在这五层楼的房子里，群贤毕至，阵容豪华，个个都

是重量级的人物，中国核物理科学主要奠基人聚集于此。

物理所陆续吸引了多批海归，这些人大都在欧美

学术界已有影响。新中国的呼唤，让他们纷纷回国，义

无反顾。

钱三强就是中国发展原子能研究这盘大棋的总策

划。他高瞻远瞩，科学规划，例如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提前

布局氢弹研究。“他布局分工很全面，王淦昌搞实验物理，

彭桓武搞理论物理，黄祖洽和于敏搞氢弹。他考虑周到，

从理论设计到工程应用、原料化工、电子控制，没有短板，

都配齐了，而且每一步都走得很合适。”叶铭汉回忆。在

选用人才方面，钱三强知人善任。不少参加核武器研制

的“两弹一星”功臣，都是他力荐的。

副所长王淦昌在抗战艰苦时期，提出了用实验间

接证明中微子存在的方案，当时由于物质条件所限，无

法实现。他只好发表了他的建议。后来有科学家根据

王淦昌的建议，用实验间接证明了中微子的存在。王

淦昌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中国核武器研

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还对中国的宇宙射线研究做出

重大贡献。

该楼的女中豪杰，就是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研究

核物理需要探测器，核乳胶是上世纪40年代常用的一种

探测器，那时只有英国和苏联能够生产。何泽慧决心自

己干，后来制出性能和质量非常好的核乳胶。

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有两位姓杨的科学家，一个叫

杨承宗，另一位叫杨澄中。念清楚这两位的名字，就像念

绕口令，于是大家就把从法国回来的杨承宗称为“法杨”，

从英国回来的杨澄中称为“英杨”。

“法杨”是钱三强和何泽慧的师弟，也是新中国放射

化学的奠基人。1951年 6月，杨承宗在法国居里实验室

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用钱三强转来的3000美元，在法、

英、瑞士等处购买了为国内核科学研究所急需的器材，并

得到约10克放射性标准镭源。约里奥·居里让杨承宗传

话给毛泽东：“你回去转告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

们必须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原子

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

家……”回国后，他辗转将此话托人带给了毛泽东。

近代物理所迁到中关村后，杨承宗被任命为放射化

学研究室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两个研究室的主任。原

子能楼东面也建成了独立的小楼，他在此设计了新中国

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室。

而“英杨”杨澄中则与赵忠尧一起领导了中国第一

台静电加速器的研制，负责指导了碘化钾（铊）等闪烁晶

体的制备，负责中国第一台高压倍加器的研制，并创建了

兰州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回国后，担任宇宙线研究室主

任。他是我国宇宙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研究的开创者之

一，也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没有喝过“洋墨水”的于敏，被钱三强大胆引荐启

用，成为了中国国产的第一号专家。于敏在中国氢弹原

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

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此后他长期领导核武

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

物理所“英雄榜”单上的人名，都在共和国的科学史

上熠熠生辉。从这栋大楼里走出 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的获得者：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于敏和陈

芳允；走出谢家麟、于敏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走出大批泰斗级院士，包括科学院院士钱三强、王淦

昌、彭桓武、赵忠尧、汪德昭、张文裕、于敏、邓稼先、陈芳

允、陈佳洱、朱洪元、李正武、杨澄中、肖健、何祚庥、何泽

慧、王承书、金建中、唐孝威、黄祖洽、谢家麟、戴传曾、吕

敏、李德平、胡仁宇、王方定、夏培肃、方守贤、冼鼎昌、张

肇西、张宗烨、柴之芳等，以及工程院院士叶铭汉、陈森玉

等。还有我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丁渝、冯锡璋、郑

林生等著名科学家。

“所长办公室，说进就进”

“在这个楼里，我们之间不大称呼行政职务，从来没

听人喊过所长、院长、部长。”叶铭汉说。

没有官衔相称，不讲行政等级，不过称呼还是大有

学问，讲的是学术领域内师长与弟子的辈分，透出互相

尊重的亲密氛围。大楼里只有一位被称作“老师”的

人，那就是赵忠尧。一来他以前是清华教授，上世纪 30

年代就在《自然》这种顶级杂志发了有分量的文章，德

高望重；二来所里的很多科学家都是他学生，所以都尊

称他为老师，也是名正言顺。而赵的学生钱三强和王

淦昌则被称为“公”，即钱公、王公。其他很多留洋回来

的都叫先生，如谢家麟、何泽慧等。

“看看大家的样子好土，可做的学问都很牛。”柳怀

祖说，这些大科学家非常平易低调，衣着朴素，甚至打着

补丁，走在外面其貌不扬，甚至不修边幅，但个个都是国

际研究前沿的学术大牛。

何泽慧就不爱打扮，头发常年挽成个道姑头，经常

穿着一件宽大的褪色旧连衣裙或大褂。搬到玉泉路工

作后，和大家一起坐上班的面包中巴，从来不讲特权，不

坐小车，经常被别人误认为菜场里的老太太。

彭桓武还有一则轶闻。一次，为了“淘”点工作需要

的零件，彭桓武到前门的旧货市场“拾荒”，警察发现此人

衣服破旧，专门找寻废旧零件、电子管，形迹可疑，竟把他

带到派出所进行盘问。当被问在哪儿工作时，彭桓武回

答：“我是原子能所副所长。”警察不信，直到打了电话，所

里派专人来接，才查明真相。

虽然科学大师为人平易，但治学却非常严谨。在这

栋楼里工作了十年的柳怀祖，经常回忆起他的老师丁

渝。这位李政道的电磁学实验的老师，实验物理的大家，

经常耳提面命教导学生：“实验物理学家必须在实验室里

经常敲打。”

丁渝对分到他身边工作的大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柳

怀祖等人就被安排到工厂“敲打”：吹玻璃、锉零件、开车

床、焊接真空箱、抽真空等，每周都要去地下室或大车间，

干两三天活。丁渝自己也深入车间与工人师傅一起，什

么脏活、累活都干，经常是一身油污，满脸汗水，没有一点

专家的架子。所里给他分配办公室，他拒绝了，因为他认

为“实验室就是办公室”。他和学生们常常在实验室里工

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有年除夕，他竟忙得忘了回家

吃年夜饭。

柳怀祖记得，有一次学生们在办公室背对着门口议

论老师管得太严，殊不知老师正好过来站在后面。当大

家回过头来，一个个傻了眼，无比尴尬。老师听完后也不

在意，并不计较，不过该严的时候还是继续严。他所在的

谱仪组每周开会，学生汇报每天工作，老师挨个点评。每

个组都这样，研究小组之间也相处融洽。

原子能楼里的科研人员最大特点就是有学术讨论

的良好风气。这里也成为民主平等的学术佳苑。“法杨”

学生杨绍晋回忆说，每逢星期四下午，在三楼阶梯教室会

有个研讨会，备有咖啡、点心。研讨会邀请一个主讲介绍

自己最有心得的一项工作，大概半个小时，然后大家讨

论、提问。这样互相启发帮助，既可以彼此了解最新的工

作进展，还能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研讨会敞开大门，谁

有空都可以参加。不过，到 1958年，这种学术研讨被当

成资产阶级的东西而遭到批判，随后就消声匿迹了。

所长钱三强满怀着自力更生的信念，铆足了劲带领

大家苦干，但是，他提意见也非常直率，不会拐弯抹角，心

里有话就说，有时不免发一阵脾气。何泽慧说他是“不懂

政治的科学家”。可是人们更看到了他的那种“科学家可

爱的书生气”。每逢年节，钱三强会到各个研究室给大家

拜年。所长的家也是对同事开放的，一遇节假日，钱何夫

妇还会在家准备糖果，招待大家。

“钱所长的家和办公室，（谁）想去就去，说进就进，不

像现在有秘书挡驾。”叶铭汉回忆往昔，感慨系之。

“老母鸡下蛋，孵化出七八个
研究机构”

1955年，在北京西南的房山县坨里地区兴建了一座

原子能科学研究新基地，代号“601厂”，1959年改为“401

所”，仍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名称。1958年坨里

基地建造好后，物理所更名为原子能所。中关村部分就

不再发展了，称为“一部”，静电加速器和电子直线加速

器，放射化学暂时留在“一部”；坨里部分为“二部”，重心

转移至此。1973年，“一部”改建为高能物理所，逐步搬

迁到玉泉路现址。到了上世纪90年代，静电加速器停止

运行，电子直线加速器和放射化学部分全部搬离中关村。

1974年，生物物理所等入驻原子能楼。1990年，原

子能楼变为微生物所的北楼。不过在原子能楼内，为家

住中关村的生物物理所老所长、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贝

时璋保留了办公室。他曾兼任原子能所七室主任，负责

放射生物和卫生防护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也是守望原

子能楼的最后一位老一代科学家。

原子能所这栋大楼，成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核科学

技术研究基地，从这里分裂、衍生出了许多核科学研究机

构。

在科学院系统内，1957年，杨澄中带着部分人员和

设备，组建了兰州物理室，后发展为兰州近代物理所；陈

芳允、黄武汉等调出筹建电子学所；夏培肃等调出筹建计

算机所。1962年，张家骅带领同位素应用研究室和电子

静电加速器组与上海理化研究所合并，成立上海原子核

所。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原子能所“一部”的基础

上成立。1978年，理论物理所成立……

至于在国防研究系统，有关原子能研究衍生的科研

机构就更多了：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华北辐射防护研

究所、华北 605所……这些院所大都从原子能所“裂变”

或由此楼的研究人员开创。

原子能所枝繁叶茂，在全国“遍地开花”。

为此，钱三强形象地比喻为“老母鸡下蛋”。

“老母鸡的作用还在其他领域有所体现，不仅派生

了电子学、计算机学等，还包括辐射防护、核医学等等，很

多学科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张志尧举例说，很多医学、

农业领域的研究人员在此参加了“同位素应用讲习班”，

回去后就能开展应用，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例如协

和医院的放射医学发展就曾得益于此。

按照周恩来的批示，研究所还有计划地抓人才培

养，协助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支持清华大学创办

工程物理系。此后，还帮助中国科技大学筹建了近代

物理系。

“原子能所是‘满门忠孝’”

1955年，党中央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钱三强担

此重任。钱三强身兼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二机部

副部长。不过名义上是双重领导，学术上仍以中科院为

依托，叫做“出嫁不离家”。他家仍住在中关村 14楼，邻

居经常可以看见，早晨有轿车把他接走，却很少见到他晚

上什么时候回来。

1960年，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中央要求二机部、

五院和中科院要“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把“两弹一星”

搞上去。中科院二话不说，不仅支援一批杰出的科学家，

而且把原子能所成建制地划给二机部。

原子能所最优秀的人才都被推荐到核武器研究部

门，有人称在中国研制“两弹”的进程中，原子能研究所

是“满门忠孝”。

钱三强曾对所里同志说：“要顾全大局……舍得把

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

是你的还是我的……好的人才输送出去了，年轻的就

很快地自然成长起来。就像割韭菜一样，一茬接着一

茬……”

最先投身原子弹研制事业的是邓稼先。年仅 34岁

的“娃娃博士”义无反顾投入原子弹、氢弹事业，直至生命

的最后一刻。

1960年，钱三强向二机部建议，推荐王淦昌、彭桓武

到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科学技术带头人。这两位学术巨

擘本来都可以在自己所熟悉的学术领域有所建树，但他

们的回答都是坚定干脆，彭桓武的回答是“国家需要我，

我去”，王淦昌的回答则是“我愿以身许国”。

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第一个分离铀同位素用的气

体扩散工厂面临严峻形势。该楼另一名巾帼英雄，张文

裕的夫人王承书也是海归科学家，她本是从事热核聚变

理论研究，但为了国家利益，毅然接受自己从未搞过的铀

同位素分离工作，隐姓埋名直至逝世。

为了提前部署氢弹研究，钱三强任用黄祖洽为“轻

核理论小组”组长，开展氢弹的理论预研。为了加强原子

弹和氢弹预研工作的联系，他又接受安排，分出一半时间

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职。黄祖洽、于敏等研究人员先后到

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对氢弹的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更深

的认识。

“法杨”杨承宗 1961年担任二机部五所的技术工作

所长。由于时间紧，连调令都没有，他就走马上任。而由

于其涉及保密，他做的也是青史留名报上无名的工作。

这样的故事不一而足。1959年至1965年，原子能所

有关研究室、组，成建制地调出去，输送给外单位的科技

人员就达到914人。

除了人才贡献，原子能所还直接服务于国防具体业

务。地球物理所科研人员只要看见旁边的原子能所有

戴皮帽、穿军衣的战士过来，就猜又有重要秘密任务了。

“其实，战士是把核爆炸的样品从基地送来给我们测定后

再押送回去。”张志尧说：“所里的人员经常做原子弹、氢

弹燃耗测定等有关的基础工作。”

在苏联撤走在华专家后，原子能所科研人员攻克了

六氟化铀生产、点火中子源研制、核爆燃耗测定、氢核理

论研究、核数据测量和验证等道道难关，为“两弹”成功研

制作出重大贡献。

“我们天天在干什么？”杨绍晋说，当时年轻人经常

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回答是：“我们在‘蒸馒头’。”

“我们看到‘两弹一星’的成果，这好比大大白白的

馒头，挺好吃，但发面、起劲、揉面谁来干？人们往往看不

到，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无名的基础性工作。”杨绍晋说，

“围绕国家任务，我们所人员无条件支持，点谁给谁，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原子能研究每个领域的原始创始人，往往

都是从此楼走出去的。”

“要说我们所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工程大成果，

好像也说不上来。”叶铭汉说，“人才都出去了，成果在外，

但原子能研究的起点在这，而且这个起点起得很好。”谢

家麟的学生顾孟平也认为：“中国科技发展的第一步棋在

这里下得很好，规划得也科学。”

中科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把这座楼称之为

“共和国科学第一楼”“中国核科学的发祥地”“中国原子

弹的起点”。也有人说它是“中国加速器的摇篮”等等。

不过，在如今，在资本疯长、互联网公司 logo层出不

穷、财富故事轮番上演的中关村，它似乎显得那么不合时

宜和落魄。

“请历史记住他们，我们应该不要做或少做让历史

‘忘记’他们的事。原子能楼是唤起人们历史记忆的最重

要的载体，也请历史记住这栋楼。”樊洪业说。

前不久，曾在这栋楼工作的老人又聚在一起。大家

问起还有哪个同事、哪个院士到哪儿去了、身体可好？回

答是“已经去了”“都在天上了”。接着是一片唏嘘。

是的，人已去，楼已空，鲜活的往事被岁月的尘埃覆

盖，生动的记忆将被时间风干。在那些岁月做了那些事

的人，以及深情怀念的后辈们，在天上和地下，正回想着

这栋楼的“前世”，更关注这栋楼的“今生”！

（本文部分史料来自《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风干
的记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钱三强与中国原子能
事业》以及樊洪业相关研究文章。《民主与科学》原主编孙
伟林对本文亦有贡献。）

“孵化”原子弹的地方

1958年建成的250万伏质子静电加速器。

钱三强先生画的“老母鸡下蛋”图。

近日，发生在全国多地中小学的“毒跑道”事件引发

持续关注。调查显示，导致“毒跑道”事件的是一系列复

杂因素。一些涉事学校已开始紧急拆除“毒跑道”。

然而，在事件定性和责任归属尚未有结论时就紧急

拆除“毒跑道”，并不是一个常规的解决方式。为何这一

事件在定性及处理上面临如此大难度？多位专家近日

就此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事件反映的深层次问

题是相关环境立法空白、标准滞后，如果想从根本上杜绝

“毒跑道”，以及“毒玩具”“毒疫苗”“毒奶粉”等类似隐患，

必须从完善立法入手。

为何检测合格？

许多人难以接受一个结论：“毒跑道”检测结果符合

国家标准。

从事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研究的中国环境科学研

究院副研究员余若祯博士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毒跑道”

五花八门的检测结果，凸显了我国有毒有害化学品环境

管理立法的空白。

在国内，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型聚氨酯跑道是塑

胶跑道的“主力军”。余若祯说，在 TDI型聚氨酯跑道的

疑似毒性成分中，未反应完全的游离态 TDI单体对眼睛

和呼吸道具有严重的刺激作用，可能引起呼吸道炎症。

但无论是适用于室外的现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还是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对游离TDI的浓度都没有规定。

因此，即使对学校教室和跑道上方的空气采样检验

“合格”，也不能说明这些区域内的空气安全无毒。

据介绍，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只包含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等 10项空气中最常见污染

物标准，涉及有机化合物污染的只有颗粒态苯并芘浓度

一项。如果其他有毒有害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进入环

境空气造成污染，并无标准可查。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

环境立法更加完善。例如美国《清洁空气法案》列出了包

含 187 种化学物质的有毒有害空气污染物名单，“毒跑

道”疑似“元凶”TDI就列于其中。如果名单上的化学品

进入环境，相关人员会面临严格的诉讼程序。

那么，立法和标准的缺失与滞后是否只能在出问题

后暴露？立法能否就避免“毒跑道”事件的发生？多位专

家提到“适应性管理”，即法律和标准要有自我更新能力，

并具备一定灵活性。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汤姆·金斯伯格说，与

较笼统的法律规定不同，具体、细致的标准必须是能够经

常更新和调整的。这就需要好的机制和管理，在保证法律

稳定性及一致性的同时又确保一定的灵活性。为相关法

律和标准设定一个强制性的审查期限，根据社会发展情

况、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执法能力的提升进行必要更新。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教授埃琳·瑞安认为，对

于环境立法来说，许多问题还没有结论，是随着科学进步

而被逐步发现的，这就需要更多灵活性。在美国环境立法

体系中，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是执行“适应性管理”理念的

主要机构，这一机构会广泛征集最新信息、咨询专家意见，

审视和评估相关法律和标准，并定期提出修改建议。

能否“一拆了之”？

在对“毒跑道”处理尚未有定论的情况下，部分建有

塑胶跑道的学校已开始紧急拆除跑道，此外，全国还有不

少涉事“毒跑道”处于停用状态。对此专家认为，处理“毒

跑道”不应简单地“一拆了之”，必须从制度层面杜绝此类

事情发生。

余若祯说，应先对是否有必要拆除进行检测、评估，

拆除前充分论证后续整改方案。那些已着手拆除跑道

的学校，拆除过程中还需警惕“污染物迁移和扩散”，把跑

道表面的塑胶层拆掉后，暴露出来的沥青和表层土同样

可能含有化学污染物。

她建议，可对疑似“毒跑道”的涉事承建记录进行封

存。然后根据建设用料所包含的化学物质列出一个化

学品清单，由环保部门对清单上的化学品成分进行危害

鉴别，作为今后制定相关法律和环保标准的依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从长远来

看，除了完善立法和加强政府监管，还应强调企业和社会

的责任。

薛澜说，在安全环保方面，企业必须负起责任。企

业对自己产品的环境影响等利弊最为了解，应保证自己

的产品无害，这不是指产品只简单符合国家规定，而是企

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要保证危害最小、收益最大。

在监管环节，应保证顾客和用户等社会力量对违反国家

标准、有害的产品有举报渠道，举报后有部门真正去取证

并采取相关法律措施。

立法难点在哪？

针对“毒跑道”事发后暴露的相关标准缺失，一些

地方已经出台或正准备制定地方标准。专家认为，虽

然标准的修订很必要，但也不可操之过急，应由国家

部门统一协调，并以科学性和专业性作为支撑。

仍以 TDI 单体为例，深圳市的《合成材料运动场

地面层质量控制标准》中规定它在预制橡胶卷材、块

材或橡胶类防滑、填充颗粒中的限量为 200 毫克／千

克 。 余 若 祯 说 ，实 际 上 TDI 毒 性 很 高 ，动 物 实 验 显

示，这种化合物的大鼠 4 小时吸入暴露“半数致死浓

度”仅为 13.9ppm（1ppm 为百万分之一）。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今年 3 月发布的空气中急性参考暴露水平

为 2 微克／立方米，短期暴露在这一浓度下就会有明

显的呼吸道不适。因此安全的材料限量标准还需进

一步研究。

那么，能否对发达国家现有的标准采取“拿来主

义”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所长高世楫说，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是经过上百年

的时间积累起来的，虽然等效采用很便利，但中国的

环境安全，气候地理条件和人口有自己的特点，不能

照搬，需要由专业化的队伍自主制定。

埃琳·瑞安教授表示，中国的一切都还在发展之

中，法律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需要细化。

她不担心中国相关科学的进步，因为中国科研已经做

得很好，问题可能在于如何将科学与法律更好地结

合。她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环境治理的决心和

一些积极案例，相信中国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在这方面已经释放了积

极信号。”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毒跑道”警示环境立法空白
新华社记者 张 莹 刘石磊 彭 茜


